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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圓滿舉行的 「天宮課
堂．港澳專場」 ，不僅是一場
跨越天地的科學課，更是香港
科研發展與愛國教育的歷史里
程碑。看着神舟二十三號乘組

在浩瀚太空中，為港澳學生示範各項科學實驗，實
在令人深感自豪。

記得小時候，我們這代人對浩瀚宇宙充滿好
奇，不少同學都曾將 「太空人」 寫做 「我的志
願」 。然而在那個年代，載人航天及空間站等核心
技術，實際上都長期被少數西方國家所壟斷。正因
如此，當年幾乎所有關於太空探索的文獻和資訊都
是外語，探索宇宙彷彿成了外國人的專利。在這種
技術與語言的雙重壁壘下，對於在香港成長的孩子
來說，飛上太空根本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時至今日，國家航天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
就。在這次直播中，最令香港市民感到自豪與親切

的，莫過於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家盈博士的參與。
當她用我們最熟悉的廣東話，在太空站內講解科學
原理，並分享掛念香港街頭小食的點滴時，不僅拉
近了尖端科技與市民的距離，更真切反映了國家對
多元文化的包容與高度重視。黎博士的參與，印證
了香港人同樣可以在國家航天事業中擔當重任，我
們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與全國同胞一同在星辰大
海中探索的參與者。

中央對港澳無微不至關懷
「天宮課堂」 背後，蘊含着中央對港澳青少年

的厚愛。眾所周知，中國空間站的科研任務極其繁
重，每一分鐘的在軌時間都無比珍貴。在如此密集
的日程中，國家依然專門為港澳特設這場 「天地對
話」 ，絕非一般的科普活動，而是一場高規格的國
民教育。

今次破天荒的安排，讓香港年輕一代真正感受

到自己是國家發展的一分子。透過航天員講述面對
極限訓練時的堅韌意志，學生們直觀地體會到 「特
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 的航天精神，進而潛移默
化引導青少年將個人的夢想目標，融入國家發展的
宏大格局之中。

作為商界代表，筆者從今次 「天宮課堂」 中看
到的，不僅是教育的成功，更是香港創科產業邁向
新台階的信號。黎家盈在艙內親自組裝、測試及運
維由香港科技大學自主研發的 「天韻相機」 ，證明
了香港的基礎科研實力，已完全具備參與國家最頂
尖科技工程的資格。

航天科技向來是尖端技術的孵化器，往往能帶
動新材料、通訊技術及精密製造等商業領域的爆發
性增長。香港若能把握契機，將這些參與國家航天
任務的基礎科研成果，進一步轉化為商業應用，定
能為香港經濟注入強大動能。

未來香港應充分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擔當好 「金牌夥伴人」 的角色，吸引
全球頂尖創科人才與資金落戶，再透過大灣區成熟
的產業鏈將技術落地。同時，社會各界應藉此契機
進一步強化STEAM教育，為下一代提供更豐富的
資源。國家為香港青年搭建了最廣闊的舞台，現
在，我終於可以無比肯定地對小朋友們說： 「只要
敢於追夢，未來你們同樣可以成為太空人，代表國
家翱翔星際！」 立法會議員

「天宮課堂」對香港發展的深遠意義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重塑政府與市場關係
香港即將迎來一個具有標誌性

意義的政策時刻。行政長官李家超
將於明日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
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
（2026-2030）》，並隨之發表

2026年施政報告。在9月14日發表於《大公報》的署
名文章中，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為香港繪製長遠發
展的藍圖與戰略方向，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
度報告和當年的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

這不僅是兩份政策文件在時間上的同步發布，更
代表香港治理方式正在發生一次深層變化。過去，香
港特區政府主要通過年度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回應
經濟社會問題，政策體系具有務實、靈活和市場導向
的特點，但面對產業轉型、北部都會區建設、人口結
構變化、人工智能革命以及全球經貿格局重組等跨周
期問題，單純依靠年度政策已難以形成穩定、連續和
可預期的發展路徑。

五年規劃的真正意義不在於簡單地把時間拉長，
也不在於把既有政策重新編排，而在於香港能否建立
一套 「長期目標統領、年度政策落實、社會力量參與、
市場機制檢驗」 的新型發展治理體系。它既要更好對
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也必須立足 「一國兩制」 下
香港高度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制度優勢；既要
增強政府的戰略組織能力，也不能削弱市場在資源配
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規劃，並不
是香港發展模式的簡單延續，而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創
新。其成敗，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香港能否把國家支
持、國際優勢和自身稟賦，真正轉化為新的產業能力、
企業競爭力和市民可以持續分享的發展紅利。

香港過去並非沒有長期規劃。無論是 「香港
2030+」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創科發展藍圖，還
是有關運輸、房屋、醫療、人才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專
項政策，都包含中長期部署。但這些規劃大多由不同
政策部門分別制定，在目標、時序、財政資源和執行
機制之間，往往缺乏更高層次的系統統籌。

這種治理模式在經濟結構相對穩定的時期具有優
勢。政府能夠保持較低的行政干預，依靠市場力量配
置資源，並根據環境變化靈活調整政策。然而，當香
港進入經濟轉型和產業重構階段，原有模式的局限便
逐漸顯現。今天香港面對的許多問題，已經不是某一
個政策局、某一個財政年度或者某一項補貼能夠獨立
解決的。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需要土地、交通、能源、算
力、大學、科研機構、產業園區、人才住房和跨境機
制同步推進；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需要基礎研究、
成果轉化、產業投資、應用場景和資本市場形成閉環；
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則涉及醫療、養老、教育、
住房、勞動力供給和公共財政的長期平衡。這些問題
具有明顯的跨部門、跨區域和跨周期特徵，如果缺少
一個統領全局的長期框架，政策便容易出現目標分散、
資源重複配置以及工程進度與產業導入脫節等問題。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首要價值，正在於把這些相
互關聯的問題納入同一張發展藍圖。它應當回答的不
是某項政策 「今年做什麼」 ，而是香港在未來五年希
望形成怎樣的經濟結構、產業能力、城市空間和社會
形態，以及每一年的政策應當如何向這些長期目標收
斂。

這也意味着，未來施政報告的功能將發生變化。
它不再只是行政長官對下一年度施政重點的集中說明，
也應成為五年規劃的年度執行報告：哪些目標已經完
成，哪些任務出現延誤，哪些外部條件發生變化，哪
些政策需要調整，都應向社會作出清晰交代。規劃負
責確立方向和目標，年度施政負責配置資源和推動落
實，績效評估負責檢驗結果，由此形成一個完整的治
理閉環。

從經濟學角度看，規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降低
社會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企業是否投資，大學是
否調整學科，金融機構是否提供長期資本，專業人才

是否選擇來港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策方向是否
穩定、基礎設施是否按時落地、市場規則是否具有可
預期性。一個清晰可信的五年規劃，可以為政府、企
業、大學和投資機構提供共同坐標，降低各方協調成
本，引導社會資本圍繞長期目標作出投資。

但規劃本身並不會自動產生信用。只有當規劃中
的目標能夠分解為年度任務，並落實到明確的時間表、
責任主體、資源安排和考核機制，它才可能真正影響
市場預期。否則，五年規劃也可能停留在願景層面，
出現目標宏大、項目繁多，卻缺乏優先次序和執行約
束的問題。

因此，香港需要的不僅是一份五年規劃，更是一
套與之相適應的治理機制。對於跨部門重點項目，可
以考慮建立由較高層級統籌的推進機制，統一協調土
地、審批、財政、人才和產業政策；對於重大產業項
目，應建立從引進、落地到投產、形成收入和就業的
全周期評價體系；對於未能按期完成的任務，則應說
明原因並提出調整方案。只有把 「目標導向」 進一步
轉化為 「結果導向」 ，五年規劃才能成為推動香港發
展的執行工具，而不是新的政策文本。

國家 「十五五」 規劃確立了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
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的核心戰略定位。 「四中心
一高地」 並不是對香港傳統功能的簡單確認，而是國
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國際格局調整背景
下，對香港提出的更高要求。

過去幾十年，香港最成功的角色是 「連接者」 。
香港連接內地與國際資本，連接中國企業與全球市場，
連接內地製造能力與國際貿易網絡。這一功能仍然不
可替代，但在全球產業鏈重構、數字貿易擴張和人工
智能加速應用的新環境下，僅僅完成連接已經不夠。

未來的競爭，越來越不是單一企業、單一城市或
者單一產業之間的競爭，而是產業生態和資源組織能
力之間的競爭。誰能夠把技術、資本、人才、數據、
供應鏈和國際市場有效組合起來，誰才可能在新產業
中掌握定價權和規則影響力。香港下一階段的增長邏
輯，必須從提供通道和專業服務，進一步升級為組織
產業資源、促進價值創造。

因此， 「四中心一高地」 不能被理解為五塊相互
平行的業務，更不能分別交給不同部門各自制定目標。
它們應當構成一條相互支撐的價值鏈：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負責產生技術和知識產權；國際金融中心負責資
本形成、風險定價和資源配置；國際貿易中心負責連
接市場、客戶和商業網絡；國際航運中心及現代物流
體系負責支撐供應鏈交付；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則
為研發、經營、投資和全球化提供人才基礎。

如果缺少這種系統性連接，香港可能出現科研成
果不少，但產業轉化不足；融資工具豐富，但缺少優
質資產；人才引進數量增加，但與本地產業需求脫節；
北部都會區建設規模龐大，卻未能形成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產業集群。反過來，如果能夠將五方面優勢組織
起來，香港就有機會成為中國科技企業國際化、內地
產業鏈全球布局以及國際資本參與中國新質生產力發
展的關鍵平台。

人工智能是檢驗這一能力的最佳場景。人工智能
不是一個孤立產業，而是一種正在重構金融、貿易、
製造、醫療、物流和專業服務的通用技術。香港如果
只是吸引幾家人工智能企業設立辦公室，或者建設一
些實驗室和算力設施，還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產業競爭
力。更重要的是把人工智能嵌入香港的優勢行業和實
體經濟，使金融機構提高風險識別和資產定價能力，
使貿易企業提升供應鏈效率，使醫療機構形成新的診
療模式，使專業服務機構改變知識生產流程，也使傳
統企業完成組織和業務重構。

近期提出的人工智能金融治理、貿易投資便利化、
數字產業合作、智能製造合作和科技人才合作，實際
上已經顯示出一種新的政策方向：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合作，正在從過去以資金和產品互聯互通為主，轉向
產業、技術、數據、規則和人才的深度協同。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必
須進一步升級。過去，香港金融體系的優勢主要體現
在上市融資、資產管理、跨境結算和國際資本配置。
未來，衡量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標準，不僅是IPO
數量、市場成交額和資產管理規模，還要看能否支持
新產業從實驗室走向規模化生產，能否為科技企業提
供覆蓋初創、成長、併購和上市後發展的全周期資本。

這要求香港從 「融資中心」 進一步走向 「產業資
本形成中心」 。科技企業需要的並不只是一次上市融
資，而是長期資本、產業資源、國際市場和併購能力
的連續支持。香港可以充分發揮普通法體系、國際化
專業服務、自由資金流動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綜合優
勢，發展知識產權融資、科技信貸、併購基金、產業
基金和耐心資本，並探索與內地產業資本、東盟市場
和中東長期資金之間更加有效的合作機制。

北部都會區則應成為 「四中心一高地」 融合發展
的主要空間載體。北都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新一輪土地
和房地產開發，也不應只是把大學、實驗室、數據中
心和企業辦公樓集中到一個區域。真正的產業園區，
必須具備清晰的產業定位、穩定的基礎設施、足夠的
應用場景、持續的資本供給和開放的國際合作網絡。

對於人工智能和先進製造而言，電力、算力、數
據和跨境科研機制，已經成為與土地同樣重要的生產
要素。如果沒有具有競爭力的能源和算力成本，沒有
便捷可靠的數據流通安排，沒有高校科研與企業需求
之間的轉化機制，即使建成大量物理空間，也很難自
動形成產業集群。

因此，北部都會區需要從 「建設項目思維」 轉向
「產業運營思維」 。招商不應僅以引進多少家企業為
目標，而應圍繞重點產業鏈尋找龍頭企業、關鍵技術
平台和專業服務機構，並通過產業鏈協同吸引上下游
企業集聚。政府不僅要關心企業是否簽約和落戶，更
應關注企業何時投產、形成多少營業收入、帶動多少
本地採購和高質量就業，以及能否在香港資本市場成
長為有全球競爭力的上市公司。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並不意味着改變其市場經濟
底色，更不意味着照搬其他地區的行政規劃模式。恰
恰相反，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要取得成功，關鍵是重新
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結合高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提高政府的戰略能力、產業理解能力和公共資源組織
能力。

過去，香港社會有時把 「市場主導」 理解為政府
應盡量減少介入。但當經濟進入技術和產業快速變革
的階段，市場本身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基礎科研具
有外部性，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回收周期漫長，科技成
果產業化存在 「死亡之谷」 ，中小企業缺乏數字化轉
型能力，跨境數據和監管規則也需要政府協調。面對
這些問題，如果政府只是等待市場自行形成答案，香
港就可能錯失產業發展的窗口期。

因此，香港需要的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政府，
而是一個更加有能力的戰略型政府。政府的主要職責，
應當是識別具有公共價值和長期意義的發展方向，建
設市場主體難以獨立完成的基礎設施，打通跨部門和
跨境制度障礙，為新技術提供首購、首用和示範場景，
並通過市場化機制引導社會資本參與。

與此同時，政府不應代替企業選擇具體技術路
線，也不能依靠補貼製造一批缺乏商業模式和持續
收入的 「政策企業」 。產業政策必須設置市場檢驗
和退出機制，公共資源配置必須避免平均主義。企
業能否創造收入、改善利潤、形成知識產權、進入
國際市場和帶動高質量就業，應成為評估政策成效
的重要依據。

香港的中小企業和中小上市公司，尤其應當成為
觀察首個五年規劃實施效果的重要窗口。長期以來，
社會在討論資本市場發展時，往往更加關注有多少大
型企業赴港上市，卻較少關注已經上市的中小企業能
否通過資本市場繼續成長。事實上，香港擁有大量具
備上市平台、國際融資渠道和跨境併購條件的中小上
市公司，但其中不少企業產業規模偏小、創新投入不

足、融資能力有限，長期面臨估值低、流動性弱和再
融資困難等問題。

如果這些企業不能通過產業升級和併購整合做大，
香港資本市場就容易形成一種 「重上市、輕成長」 的
結構：企業完成IPO，卻沒有建立持續增長能力；資本
市場提供了入口，卻沒有形成長期培育機制。對於國
際金融中心而言，這不僅是中小上市公司的問題，也
是市場深度、資產質量和資本配置效率的問題。

五年規劃可以為改變這一局面提供制度契機。香
港應考慮建立面向中小企業及中小上市公司的產業升
級和人工智能轉型機制，通過企業診斷、技術驗證、
場景改造、人才培訓、產業併購和融資支持，幫助有
產業基礎的企業完成第二增長曲線。重點不是讓每一
家企業追逐人工智能概念，而是幫助企業識別人工智
能真正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創造收入和改變商
業模式的環節。

同樣重要的是，香港應建立支持上市公司併購重
組和產業整合的長期資本平台。新興產業的發展並不
完全依靠從零開始培育企業，利用既有上市平台進行
資產重組、產業併購和內生孵化，也是一條現實路徑。
對於具有治理基礎、市場信譽和產業資源的中小上市
公司，可以通過引入新技術、新資產和新團隊完成轉
型，使資本市場從企業融資終點，轉變為產業成長和
資源整合的起點。

這裏必須強調，市值管理不能被理解為短期推動
股價，更不能脫離基本面進行資本運作。真正的市值
管理，是通過改善產業結構、盈利能力、公司治理、
投資者關係和資本配置效率，推動企業內在價值持續
增長。五年規劃如果能夠把產業政策、科技創新與資
本市場功能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培育一批從
小市值走向中等市值、再走向行業龍頭的香港上市公
司。

對於首個五年規劃的評價，也不能僅看提出了多
少政策、安排了多少資金、引進了多少企業。真正有
意義的指標，應當包括香港是否形成更多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科技和產業企業，科研成果轉化率是否提高，
傳統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否改善，北部都會
區能否形成真實的產業收入和就業，上市公司是否能
夠借助併購和創新實現持續成長，以及市民收入能否
隨着生產率提高而同步增長。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改善民生，但民生改善
不能長期依賴一次性補貼和財政轉移。更加可持續的
路徑，是通過產業升級提高全社會生產率，通過企業
成長創造更多優質就業，通過資本市場發展擴大居民
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渠道，再以經濟增長形成的財政
能力改善住房、醫療、養老和教育。

這也意味着， 「拚經濟」 與 「惠民生」 並非兩個
相互割裂的政策目標。沒有產業和企業的持續增長，
民生投入就缺乏穩固的財政基礎；如果經濟增長成果
不能轉化為就業、收入和公共服務改善，發展也難以
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五年規劃必須建立兩者之間的
傳導機制，讓科技進步、資本形成和產業升級最終落
實到市民的獲得感上。

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規劃，標誌着香港開始以更加
主動、系統和長期的方式謀劃未來。這是一次值得肯
定的治理創新，也是一場真正的執行能力考試。香港
過去並不缺少願景和優勢，真正需要補上的，是把政
策願景轉化為產業項目，把產業項目轉化為企業收入
和利潤，再把企業增長轉化為就業、稅收與民生改善
的完整鏈條。

因此，觀察9月16日公布的首個五年規劃和施政
報告，不能只看其中出現了多少新概念、提出了多少
新項目，更要看它們是否清晰回答三個根本問題：未
來五年香港集中力量發展什麼？有限的土地、財政、
人才和政策資源優先投向哪裏？每一項目標最終由誰
負責、如何評價？

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得到明確回答，並通過年度施
政報告持續檢驗和調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就不會只
是一份政府文件，而會成為社會各界共同的發展契約。
它所開啟的，也將不只是一個新的五年周期，而是香
港從 「全球門戶」 走向 「產業組織者」 、從 「資本通
道」 走向 「價值創造平台」 、從年度施政走向中長期
戰略治理的重要轉型。

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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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年度施政走向中長期治理：
香港需要一張能夠統領全局的發展
藍圖

二、從 「全球門戶」 走向 「產業組
織者」 ： 「四中心一高地」 必須形
成完整價值鏈

三、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規劃
的最終成效要由企業增長和市民獲
得感檢驗

▲黎家盈的故事印證香港青年同樣可以在國家航天
事業擔當重任，與全國同胞一同探索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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